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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官员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张三保　熊　雅

摘　要：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驱动因素的既有探讨，经历了从强调制度安排到聚焦地

方官员的演变。对地方官员的研究，又兼及静态特征和动态过程。本文基于高阶理论，致
力于从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制度

因素。在静态层面，分析了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年龄和任期、人格特征、个人品德和行政

价值观等五方面的前因。在动态层面，展示了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

争、腐败行为等六方面的效应。之后，从激励机制着手，分析了影响地方官员发挥作用的

因素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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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因而，对其驱动因素的探讨至今炙

手可热。然而，对驱动因素的早期探索，往往强调制度安排，而忽略了政府官员，尤其是地

方官员。高阶理论（Ｕｐｐ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的创始人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与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１９３－２０６）
认为，高层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任期、教育水平、性别、职业背景、种族、财务状

况等），在很大程度上 影 响 并 塑 造 了 他 们 的 认 知 水 平 与 价 值 观，进 而 影 响 其 所 在 组 织 的

绩效。
基于该理论，后续研究陆续考察了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如张尔升、胡国柳，

２０１３：７１－８３）①。其逻辑在于：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地方官员即便面临相同或相似的制度

环境，其人口统计特征的异质性，也会使辖区经济绩效呈现差异。基于严谨的计量分析，
领导者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确实得到了支持（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５：８３５－８６４）。然而，这类

研究较多集中于静态层面的人口统计特征。
进一步的研究，则考察了地方官员的动态要素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地方官员为

争夺晋升职位而进行的博弈，被称为“政治锦标赛”（周黎安，２００４：６）。政治晋升等官员治理

因素，被视为解释地方官员大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线索（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９：２）。比

如，实证表明，省 级 官 员 的 升 迁 概 率，与 省 区 ＧＤＰ的 增 长 率 显 著 正 相 关（周 黎 安 等，２００５：

１－１７）。这说明，除了财政激励外，政府内部治理尤其是政治晋升，对于地方官员选择发展

地方经济的方式具有重大影响（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１７１－１７９；Ｍａｓｋｉｎ，２０００：３５９－３７８；Ｗｈｉｔ－

ｉｎｇ　＆Ｐａｒｋ，２００３：７２９－７３２；Ｚｈｏｕ，２００２；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２０００：３３７－３６８；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６：１－１８）。此 后，Ｊｉｎ，

①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官员主要指省级官员。因为我国地方行政区域主要划分为省市县镇乡五 级，省 级 官 员 是 连
接中央与市县镇乡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且在考察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时，考虑到数据获取的便 利 程 度，既 有 研 究
也多采用了省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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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９：１７１９－１７４２）指出，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的激励，与政治晋升的博弈形成互补，从
而共同解释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行为。

本文基于管理学中的高阶理论，并结合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采用系统的文献分析法，梳理

了学界探索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的脉络，致力于将高阶理论的解释范围，从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拓展

到宏观的经济学与政治学领域，并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本文后续内容安排

如下：第二部分在静态层面，探讨地方官员显性与隐性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第三部分在动态层面，归纳

地方官员不同行为的效应（如图１）。在此基础上，文章第四部分分析了影响地方官员效能的制度因素。
最后，对应前述特征与制度要素，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与改革方向。

图１　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图

二、静态视角：地方官员的人口统计特征

地方官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中，专业禀赋、年龄、任期和工作背景等显性特征，以及人格特征、品德、行
政价值观等隐性特征，均被证实对辖区经济增长具有影响。

（一）显性特征

专业禀赋方面，少数学者定量识别了官员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如，张

尔升（２０１２：７２－８６）发现，关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为负，而其综合学科禀赋和受

教育年限则为正。类似结论为政府选拔任用干部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选拔干部时，可着重考虑有综

合专业禀赋、知识面广泛的候选人，通过设置受教育年限任职门槛，确保官员发展经济的能力。
就年龄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年轻的地方官员拥有更好的仕途（曹 春 方、马 连 福，２０１２：９３－１０７）。Ｙａｏ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１９－２８）也发现，在市级官员晋升中，年龄越小的市级官员，职业生涯的发展机会越大，因此他

们也更加重视提升绩效，来争取晋升。类似地，王贤彬、徐现祥和李郇（２００９：１３０１－１３２８）研究表明，年龄较

大官员的更替，更易对经济造成消极影响。此外，中央政府一系列“干部年轻化”的制度安排，也促使地

方官员的趋于年轻。
任期方面，过长或过短，都不利于地方官员获得良好的区域经济绩效。当任期过短时，地方官员缺

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项目常常在上马不久，便因地方官员的离任而

中断；与此同时，晋升竞争会导致地方官员在做经济决策时，偏向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的第二产业，忽视

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第三产业（佟健、宋小宁，２０１１：３０－３６）。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会带来过

大的机会成本，使地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相反，当任期过长时，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会

逐渐降低；对自身晋升的预期降低，使之前的强激励转化为弱激励；基于公平理论可知，当对自身投入未

取得相应回报时，不公平感会刺激地方官员采取行动，要么是降低投入，要么是离开情境，直到降低这种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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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感。具体而言，张军、高远（２００７，９１－１０３）发现，官员的任期短于４年和５年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线性为正；当在任年数长于４年和５年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线性为负。
此外，王贤彬和徐现祥（２００８，１６－２６）发现，省长省委书记 的 经 济 增 长 轨 迹 在 任 期 内 呈 现“倒 Ｕ型”，

即：在任期的早期，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逐渐上升，但到了任期的一定时间点，随着任期的增长，省

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 Ｕ型”还要分类而论：本省晋升的地方官

员的经济增长绩效符合原结论；但是，外省晋升、中央调任或从外省平调的地方官员，其经济增长轨迹则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倒Ｕ型；从地方官员的去向来看，调往中央和平调的地方官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倒

Ｕ型经济增长轨迹。
（二）隐性特征

１．人格特征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就需要、自我效能感、处世态度、人际关系等方面。比如，余君（２００６）发现，
公务员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绩效的关系，当高成就需要的人从事低重要

性的工作时，工作满 意 度 和 工 作 绩 效 会 低 于 低 成 就 需 要 的 人 从 事 类 似 的 工 作。又 如，王 登 峰 和 崔 红

（２００８：８２８－８３８）认为，领导干部追求成功和成就（处世态度）、对人宽和（人际关系）和坚韧踏实（才干）等人

格特点，与较高的工作绩效显著相关；而待人热情（人际关系）、直率（情绪性）、易作决断（才干）、谨小慎

微（行事风格）和活跃等人格特点，则与较低的工作绩效显著相关。

２．个人品德

梅继霞（２０１４：６９－７３）发现，公务员品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务员品德结构、品德测评、品德与绩效的

关系及公务员品德建设四个方面。公务员品德考察难以实施组织，其判定标准主观性太强，因此公信力

很低（袁忠，２０１１：１２６－１３０）。为克服这一研究难题，王登峰等（２００７：７７０－７７３）将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分

为“德”和“才”两部分。其中，政治素质、以人为本和自我约束可以归为“德”的范畴，而工作能力、领导能

力、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则归为“才”的范畴。他们发现，“德”的成分对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比“才”的成

分更明显，而“才”的成分对工作绩效的抑制作用比“德”的成分更明显。
另一些研究则进一步证实，党政干部的某些品德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比如，李辉和晏勋

（２００７：７０－７１）指出，公务员品德中的民主作风、创新能力、求实精神等因素均正向影响其工作绩效。又如，
李明和凌文辁（２０１１：９１－９４）结果表明，领导者的品德魅力和模范表率作用，对下属的行为态度产生了最大

的影响作用。

３．行政价值观

个人价值观不但影响个体行为，且对群体行为乃至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规范、解释和预测

（辛志勇、金盛华，２００２：２７－３２）。因而，研究地方官员的行政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刘祖云（２００３：３７－４１）提

出了公务员行政价值观的理念，并将其理解为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准则。徐增辉和喻剑利（２００１：１１－１２）

则将其视为行政主体特定的行政思想、观念、行为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追求。赵龙（２００６）将行政价值观划

分为法治、公正、服务与自我等四个价值观维度，研究证实：公务员的服务价值观维度与其任务绩效显著

相关；行政价值观良好的公务员，能够较好的完成工作任务，具有较高的工作奉献精神，更容易得到同事

的信任、与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动态视角：地方官员的交替与晋升

从动态层面考察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表了近年的研究主流。这些动态要素主要包括地

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腐败行为等。
（一）地方官员的来源与去向

地方官员的不同来源，反映了他们差异化的工作经历与体验。那么，官员来源的差异，对地方经济

发展的影响有何区别？目前，地方官员的来源主要可分为五种：省内晋升、外省晋升、来自中央、外省平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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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来自企业。其中，省晋升是最主要来源。对于前四种来源的地方官员，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７：１８－３１）

发现，平调和外省晋升的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最大（１１％），本省晋升的次之（１０．５％），来自中央的最

小（９．５％）。作为补充，张尔升（２０１０：１２９－１３８）实证表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弱负

效应；但处于市场经济中时，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关于地方官员去向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经济增长对于地方官员去向的反作用。比如，王贤

彬（２０１０）将地方官员离任后的去向主要划分为四类：平调、调入中央、退居二线和其他。其中，退居二线

的占最大比例，且比重不断下降；其次是调往中央的，且呈持续上升之势。在四种去向中，调入中央的地

方官员，其经济增长平均而言最低。这显然与之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相悖，即具有良好经济增长绩效的

地方官员，会有更大的晋升几率（Ｌｉ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１７４３－１７６２）。所以，中央在决定官员去向时，不单单是考

察经济增长，还有着更复杂的考核体系。
（二）地方官员的交流

干部交流对于带动全国、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王贤彬（２０１０）发现，整体

而言，省长交流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速显著提高１％左右。这种正效应显著存在于１９９０年代后。这与我

国干部交流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现实相吻合。可见，加速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能扩大地方官员对于地方经济的积极影响。

目前，干部交流的趋势，主要是地方官员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向内地、东北等稍落后省份。具体而言，
在对干部交流分类讨论中发现，从沿海交流到内地的省长，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内地向内部的省

长交流，影响却不十分显著；在沿海省区内部的交流，则并不存在这种效应（王 贤 彬，２０１０）。基于对沿海

省份成功发展模式的深刻认识，交流到内地的地方官员对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绩效，有更大的促进作

用。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异质性的群体往往更能促进组织发展，让组织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显

然，省内交流的官员具 有 较 高 的 同 质 性。因 此，沿 海 地 区 的 内 部 干 部 交 流，对 于 地 区 经 济 的 影 响 并 不

显著。
（三）地方官员的更替

干部队伍追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的一系列变革，使得地方官员

更替成为一种常态。Ｊｏｎｅｓ和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５：８３５－８６４）研究表明，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会对经济增长绩效带来

显著影响。但并未涉及这种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长期还是短期。王贤彬等人（２００９：５８－７９）的研究

则发现，地方官员的不连续更替，使地方经济在短期内呈负向波动。
事实上，地方官员更替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未形成定论。这是因为，更替行为往往会涉及一

位官员的离任，以及一位官员的上任。首先，官员的年龄与职业生涯阶段会调节更替行为对经济绩效的

作用：较年轻的地方官员，一般处于职业生涯中的建设发展期，往往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动力，去积极推动

地方经济建设；而年龄相对较大的地方官员，一般处于职业生涯的后期，往往追求稳定，维护已获得的地

位和成就，不期望在工作上有更大作为，工作动力和成就感都会下降。此外，还需考虑地方官员的适应

性：无论是何种来源的地方官员发生更替行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职位。何况，政策的连续性决

定了地方经济的变 动 程 度，而 影 响 政 策 连 续 性 的，又 包 括 地 方 官 员 工 作 经 验、教 育 背 景、性 格 偏 好 等

因素。
（四）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

地方官员围绕地方ＧＤＰ展开竞争的同时，又为争夺晋升机会而竞争。因此，在决策时，他们不仅会

考虑经济行为带来的ＧＤＰ收益，也会思考这种经济行为能为自身政治晋升带来的便利。在此种情境

下，利己不利人的事情激励最充分，而利己又利人的双赢合作则明显激励不足（周黎安，２００４：３３－４０）。因为

从激励的角度而言，在成本可承受范围内，地方官员为了提升自己与其他竞争对手的相对位次，不仅会

被激励实施能提高自己排名的行为，也会设法阻碍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比如我们常说的地区间贸易壁

垒现象，就源于此。因此，不 难 理 解 地 方 官 员 为 获 得 职 务 晋 升 而 表 现 出 的、追 求 地 区“公 共 利 益”的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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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援助之手，以及为了追求某些“纯粹的”私人利益的行为———攫取之手。

１．援助之手

晋升锦标赛对地方官员的强激励作用，促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被动监督，转变为地方官员对中

央的主动服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地方官员热衷于ＧＤＰ和相关经济指标排名，积极招商引资，推动就

业。另外，与行政和财政分权激励相比，晋升锦标赛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奖励承诺比较可信。一方面，中
央作为委托人事先下达明确指标，参与人通过可量化的ＧＤＰ，便能够清楚了解自身绩效，这种指标的可

信度很高。另一方面，中央不需再花费任何其他资源来激励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职位晋升被

设定为一种激励因素；在并未花费其他成本的前提下，反而最大化了现有资源的激励效果。作为锦标赛

中的获利者，晋升的官员作为上一级，在决定下级的晋升时，会自动维护该体制的正常运行。

２．攫取之手

ＧＤＰ的考核体系，使地方官员只关注能够被考核和量化的经济指标，而忽视不在考核范围内或难

以衡量的考核指标。比如，地方官员热衷于面子工程，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不利于维护市场秩序的手

段发展经济，纵容地方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浪费能源，在财政上一味地支持企业扩张。这

种考核体系的扭曲，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导致政府失灵问题。不少文献从政治晋升竞争的角

度，解释了上文提到的重复投资、产业趋同、边界效应等现象（张 晔、刘 志 彪，２００５：６２－６７；舒 洪 冰，２００６：２６－２８；

范迪军，２００５：９－１３；周黎安，２０１１：１５－２６）。比如，张晔等人（２００５：６３－６８）认为，地方官员的相对业绩比较，以及

害怕落后的风险规避态度，是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
（五）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

关于地方官员腐败行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腐败行为可以抵制官

僚主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Ｂｅｃｋ　＆ Ｍａｈｅｒ，１９８６：１５７－１６１）。更多学者认为，腐败行为会阻碍地方经济的

发展，导 致 政 府 失 灵（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８：５９９－６１８；Ｗｅｉ，１９９７；Ｔａｎｚｉ　＆ Ｄａｖｏｏｄｉ，２００１：１９７－２２２；周 黎 安、陶 婧，

２００９：５７－６９）。目前，中国呈现腐败行为泛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存的趋势，如果腐败会导致市场配置资

源的低效率，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为何以惊人速度增长呢？

要探讨腐败行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要明晰官员腐败行为的动因。郭广珍和彭坤（２０１１：

７５－８０）认为，官员对政治晋升的评价、分权程度等都会影响腐败水平：当官员对政治晋升的评价高时，官

员对腐败行为的评价会降低，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减少；分权程度则与腐败行为呈正相关关

系。唐志军、向国成和谌莹（２０１３：３－１４）从晋升竞争的角度研究发现，地区间的增长条件、政治环境、反腐

败投入、司法的公正与透明度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地方官员是致力于腐败还是清廉。盛宇明（２０００：５２－

５９）认为，目前中国的腐败泛滥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存在更多的腐败供给源，以及对腐败更强

的需求。

四、影响地方官员作用程度的制度动因

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在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正式与非

正式制度的多方面要素，既推动了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也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一）央地分权制度

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和财政分权，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发展资金后，地方官

员能够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发展规划。在强经济激励下，各地区展开了激烈竞争，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

点。不可避免的，这种制度安排很容易形成激励扭曲，使地区间竞争由良性转变为恶性竞争，与之相伴

的是各种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现象、腐败行为（郑毓盛、李崇高，２００３：６４－７２；傅勇，２００７；周业安，

２００３：９７－１０３；谢晓波，２００４；沈立人、戴园晨，１９９０：１２－１９；姚洋、杨雷，２００３：２７－３３）。另外，上级政府凭借领导权威将

事权下放的同时，却未将相应的财权赋予下级政府，由此导致的财权与事权失衡，使得地方政府实际上

承担了大部分政府支出，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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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升锦标赛制度

晋升锦标赛将关心仕途的地方官员置于强激励下。有限的晋升职位意味着，一个人获得晋升机会

的同时，将直接降低另一人的提升机会。这种非输即赢的淘汰赛，使各级官员为ＧＤＰ积极进行制度创

新，发展辖区经济。但是，地方官员往往更关注能被考核的发展指标，热衷于“面子工程”，忽视对民生有

建设性作用的发展计划，造成了产业乃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除了有限的晋升职位，年龄、学历等

方面的制度限制，也让一部分原本具有晋升资格的地方官员失去晋升机会。晋升无望的地方官员遭遇

“天花板”之后，会对工作消极怠慢，甚至还很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三）绩效考评制度

地方官员的个人绩效测评，是政府整体绩效管理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存在

诸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理论薄弱与认识不足。我国对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对西方绩效理论的总结和分析，缺少对中国政府及地方官员特色的分析。同时，政府往往对绩

效评价认识落后，未给予足够重视。其二，考评指标不够科学。指标选取过于随意，过分强调规模、总

量、速度等上级政府关注的、容易考量的数量指标，而忽视效益、质量、结构等容易被上级政府和较难考

核落实的质量指标。其三，评价过程有待改进。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独立、多元的评价主体。理应作为评

价主体的公众被忽视，上级政府和领导反而成了政府绩效考核的评估主体。在结果运用上，只重评估而

轻反馈，考核结果未得到合理应用。同时，评估方法选取也不够科学，人为因素干扰比较大，常常出现走

过程，形式主义、受人情关系牵制等问题。其四，评估法制化水平较低。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对地

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绩效管理进行明确详细的规定。
（四）关系文化

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腐败行为泛滥并存。毋庸讳言，存在一部分没有优

秀政绩的地方官员，依靠“关系”网络同样达到了晋升目的，这种关系文化的存在，弱化了晋升锦标赛机

制的正激励作用，使地方官员建立了错误的权力观。那部分缺乏关系而有才能的地方官员，很可能因为

晋升无望，不再全身心投入地方经济建设，并滋生腐败行为。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关注官员隐性静态

静态层面的既往研究，多从地方官员的年龄、任期、专业禀赋、受教育程度等显性的人口统计特征切

入，考察它们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认知、情绪因素、价值观等隐性因素的效应。因此，未

来研究若能借鉴管理心理学对管理过程中个体价值观、心理表现和规律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进一步实证

考察地方官员的行政价值观、人格特征、品德等隐性个人特征的影响，将为解释地方官员经济增长效应，
研究地方官员治理与激励提供新的视角。

（二）考察官员动态行为

如前所述，前期对动态层面要素的探索，多集中于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方

面，鲜有研究从个体层次出发，关注地方官员的自身行为（如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未来研究

可以一方面挖掘地方官员腐败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它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等激励因素的作用差

异；另一方面可以考察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等因素与腐败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地

区经济绩效的影响。比如考察交流官员的最佳任期、官员交流与腐败行为的关系等等。此外，既有研究

主要集中于省级层次，未来也可将分析层次内化到市级乃至县级层次。最后，从统计上说，样本量的扩

展将更有利于结论的稳健性，甚至有助于捕捉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界限等微妙结论。
（三）探索作用机制

现有对地方官员辖区经济增长绩效的探讨，多涉及地方官员的直接效应，较少探讨作用机制。比

如，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地方官员选择哪种方式来发展地区经济等等。事实上，在不同地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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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代表的资源禀赋并不相同，由此导致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的方式可能

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这种差异有待未来继续深入讨论。此外，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潜在反作用及

其可能的方式，既有研究多将其作为控制因素，未来可再进一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官员的反

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四）完善激励机制

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受到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聚

焦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

的事权与财权？如何保证事权与财权的一致性？第二，在完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时，如何设置职级，如

何建立与职级相匹配的报酬水平？第三，在改革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时，是否应该降低ＧＤＰ指标的比重？

降低到何种比例是合适的？与此同时，应该增加那些民生指标的考核？第四，在指标考核执行过程中，
如何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减少对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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